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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新区与城市生态效率
——基于 228个城市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 李子成 王珏

摘要：以国家高新区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 2006—2021年中国 22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

用空间双重差分法探讨国家高新区设立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城市生态效率呈波

动上升趋势，在观察期内提高了 36.84%；国家高新区设立有利于提高城市生态效率，尤其对地理邻近

城市的生态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依旧显著；异质性检验表明，国家

高新区设立对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国家高新区设立通过结构

升级、政策倾向和技术进步三种途径提高了城市生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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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

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时代背

景下，城市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

的重要载体，其生态效率的提升显得尤为重要。

国家高新区作为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不仅承

载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使命，更在提

升城市生态效率、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高新区通过集聚创新资

源、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等方式，

为城市生态效率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同

时，高新区内的企业也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通过采用清洁生产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

措施，为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做出了积极贡献。

《“十四五”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规划》

明确表明为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发展，要鼓励国

家高新区谋划建设低碳产业专业园，培育新能

源汽车、绿色环保等绿色产业集群，并支持园区

推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促进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打造绿

色工厂、绿色供应链、智能工厂等[1]。然而，国家

高新区在推动城市生态效率提升的过程中，也

存在推动城市绿色发展与提升自身经济效益相

悖、绿色技术研发投入不足、绿色创新技术的普

及与应用难以深入、企业环保意识和责任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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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难等困难和问题。因此，需要从国家高新区

对城市生态效率的作用机制、国家高新区的城

市生态效率异质性等方面，探讨国家高新区对

城市生态效率的驱动效果，分析国家高新区在

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中的困难、挑战以及解决

方案。

一、文献综述

作为一个相对完善的经济和社会系统，城

市汇聚了人口、资源、数据和能源等各种创新要

素，在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全球经济格局

的演变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在

经济发展的早期，城市建设更加追求经济总量

的上升，忽略了生态环境保护，这显然不符合可

持续发展理念。因此，为解决经济发展和生态

环境保护“二选一”的问题，学者们从强化创新

发展[2]、加快建设新型数字基础设施[3]、构建横

向财政协调机制[4]以及加快绿色金融创新[5]等
方面提出了解决方案。其中，政府制度尤其是

经济制度的支持是驱动城市经济发展转型、实

现绿色创新的核心因子[6]。我国的高新区在建

立初期主要走的是产业区或工业区的发展道

路，引进大量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

制造业和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之

后在纵深发展阶段又存在投入规模不经济、产

业结构转型困难等问题[7]。显然，这种发展模式

缺乏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考量。

关于国家高新区的研究，学者们的视角主

要集中在高新区建立与创新发展[8-9]、产业协同

集聚[10-11]、环境改善[12]等方面，同时也关注其发

展的影响因素[13]与建设效果的评价[14]。张冀新

等发现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对国家高新区高端

化与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15]。张嘉

望等以“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工程”作为准自然

实验，实证考察国家高新区“以集群促发展”政

策对所在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16]。解佳龙等考

察了高新区的功能定位与演化路径，将高新区

发展划分为要素群集、产业主导、创新突破、辐

射联动和衰退/再创五个阶段，根据每一阶段阐

释了高新区的阶段转换机制[17]。
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体现在高

新区对环境改善的评价上，包括对创新生态系

统适宜度的评价[18]、高新区与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关系[19]以及与区域绿色经济增长的协同关

系[20]等。有学者基于共生视角下的创新生态系

统理论，认为提升国家高新区绿色创新生态系

统能级是将国家高新区培育成为质量卓越的绿

色增长极的重要途径[21]。付瑶等深入研究了国

家高新区设立对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发现国

家高新区对城市绿色转型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

用,尤其对非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抑制作用更为

强烈[22]。通过对文献梳理可知，已有研究主要

集中在高新区与环境改善间的关系分析上，但

从生态效率的角度分析高新区设立的影响及其

作用机制的文献较少，未能充分揭示高新区以

何种路径对生态效率产生影响。

认知空间特征、把握空间规律、优化配置科

技创新主体是城市生态效率提升的关键。国家

高新区布局深刻影响城市生态效率整体效能，

是从空间上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23]。基于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

（1）尝试从产业结构、政策倾向和技术进步三大

视角探析国家高新区提高生态效率的影响机

制；（2）将国家高新区的政策效应扩展到对生态

效率的研究，丰富了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

理论内涵；（3）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模型测算城市生态效率，从实证的角度构

建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国家高新区设立对

城市生态效率的驱动机制和空间效应；（4）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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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不同等级探讨国家高新区设立对城市生态

效率的异质性特征，并分析其空间溢出效应。

二、作用机制与理论假说

作为我国区位导向性政策的核心内容，国

家高新区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资源整合和功

能培育的重要途径[24]。在推进国家高新区高质

量发展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以绿色发展理念指导

实际工作[25]。本文从结构升级、政策倾向与技

术进步三个方面阐述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对城市

生态效率的驱动机制。

（一）结构升级驱动机制

国家高新区依靠国家政策优惠吸引了丰富

的创新资源，生产要素由低效率生产部门逐步

向高效率生产部门转移[26]，推动了传统产业向

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新兴产业转型。此

外，国家高新区的设立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创

造了良好的条件[27]，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会产生

显著的规模递增效应[28]，这将会吸引部分企业

选择进入国家高新区。但企业申请进入国家高

新区是存在门槛的，国家严控“三高”企业进入，

这就对企业的种类和发展模式提出了要求，经

济结构和要素种类随之发生变化，推动了产业

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29]。国家高新区

坚持发展绿色产业，极大地降低了传统企业在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高污染风险，进一步提高了

城市生态效率。基于此，可以得到：

假设 1：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可以通过结构升

级提高城市生态效率。

（二）政策倾向驱动机制

国家为推动高新区绿色高质量发展，先后

颁布了《国家高新区绿色发展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十四五”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规

划》等具有导向性的指导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强

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应用、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发

展、优化绿色生态环境。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需

要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实施，也要依靠绿色金

融市场的支持[30]。政府以政策导向和财政帮扶

为手段完善园区绿色金融制度，制定了更加严

格的环保政策和法规，同时强化绿色金融监

管[31]，建立了绿色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并通过政

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降低了金融机构开展

绿色金融业务的风险，提高金融机构的积极性。

此外，政府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投放，调整企

业环境污染的机会成本[32]，并健全政府财税制

度，加大对园区财政投资规模[33]，以此增强绿色

供给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生态效

率。基于此，可以得到：

假设 2：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可以通过政府政

策支持提高城市生态效率。

（三）技术进步驱动机制

国家高新区作为地方政府落实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是促进技术转化为生

产力的重要政策，也是推动区域自主创新能力

提升的制度设计[34]。结合科技资源的优势推动

技术进步是实施区域布局和协同发展的重要依

托[35]。一方面，国家高新区可以引入一大批高

科技企业，这些企业以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为

核心竞争力，通过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从而提

高生产效率和产品竞争力[36]。另一方面，国家

高新区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基地和引擎，不仅

推动了新技术的研发，还促进了技术的转移和

扩散，使得先进技术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

到应用。通过技术进步，国家高新区能够推动

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淘汰落后产能，降低资源

消耗和环境污染，并通过采用节能减排技术，降

低生产过程中的能耗和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进而降低了对环境的压力。基于此，可以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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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3：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可以通过技术进

步提高城市生态效率。

三、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选择

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简

称“DID”）是经济学中常用的一种用于评估政策

效果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它通过比较政策实施

前后以及受政策影响与未受政策影响的两组数

据的变化，来估计政策的净效应。这种方法能

够有效地控制不可观测的固定效应和时间趋

势，从而提高估计的准确性。空间计量模型则

是用于处理具有空间相关性的数据的一类统计

模型。当研究对象在空间上存在相互依赖或相

互影响时，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可能会产生误

导性的结果。空间计量模型通过引入空间权重

矩阵来刻画这种空间依赖性，从而能够更准确

地估计变量之间的关系。

考虑到国家高新区设立会产生空间溢出效

应，因此本文参考查加斯（André L.S. Chagas）等

的做法[37]，采用双重差分法与空间计量模型相

结合的形式，构建面板空间双重差分模型（Spa⁃
tial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s，简称“SDID
模型”）验证国家高新区设立能否提升城市生态

效率。依据“是否建立国家高新区”这一政策虚

拟变量将本文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城市 i设

立国家高新区当年及之后赋值为 1，之前年份赋

值为 0。由于国家高新区是分批设立的，因此需

采用多期 DID方法，用一个政策虚拟变量表示

城市 i在当期 t是否实施政策[38]。
传统DID模型设置如下：

lnUEEit = β0 + β1DIDit + β2Cit + μi + γt + εit ( )1
其中，UEEit为城市生态效率，DIDit为国家

高新区政策冲击与时间冲击的交互项，Cit为控

制变量，β0为常数项，β1、β2代表回归系数，μi为

空间效应，γt为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将双重差分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结合，具

体形式设置如下：

双重差分空间交叉模型（SAC-DID）：

ì

í

î

ïï

ïï

lnUEEit = ρWij lnUEEit + β1DIDit + α1Cit +
μi + γt + εit
εit = τWiεt + θit , θit~N ( 0,σ2 )

( )2

双重差分空间自回归模型（SAR-DID）：

lnUEEit = ρWij lnUEEit + β1DIDit + α1Cit + μi
+γt + εit ( )3

双重差分空间误差模型（SEM-DID）：

ì
í
î

lnUEEit = β1DIDit + α1Cit + μi + γt + εit
εit = τWiεt + θit , θit~N ( 0,σ2 ) ( )4

双重差分空间杜宾模型（SDM-DID）：

ì

í

î

ïï

ïï

lnUEEit = ρWij lnUEEit + β1DIDit + β2WijDIDit

+α1Cit + α2WijCit + μi + γt + εit
εit = τWiεt + θit , θit~N ( 0,σ2 )

( )5

其中，ρ、α1、α2代表回归系数，θit为随机误

差项，其余变量同上。Wij为空间权重矩阵，基于

生态效率构建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定义如下：

Wij =
ì

í

î

ïï

ïï

1
|| xi - xj

0, i = j
, i ≠ j ( )6

其中，xi（xj）表示 i（j）地区的生态效率值。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城市生态效率（UEE）：借鉴已有文献[39-40]，
基于规模报酬可变的全局参比超效率 SBM模型

对城市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其中投入指标包括

劳动、资本、土地和能源要素投入，产出指标分

为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指标，指标体系具体

内容如表 1所示。参考张军等[41]的研究，以

2006年为基期对固定资本存量进行测算，最终

得到的生态效率值以百分比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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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为样本期内 228个城市年均生态效率

变化情况，整体呈上升趋势。具体来看，2006—
2016年生态效率在波动变化，2016年有所下降，

此后生态效率不断上升，这与滕玉华等人[42]的
研究结果相似。此后随着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

优化，生态效率逐渐上升。

2.中介变量

本文分别采用要素升级（Eu，计算方式为资

本存量与劳动力总量的比值）、财政科技支出占

GDP比重（Fte）、人均获得专利数（In）表示结构

升级、政策倾向和技术进步。

3.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文献[43-45]，本文选取了如下控制

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lnRgdp）：用人均GDP表示；

人 口 规 模（lnPop）：用 年 末 户 籍 人 口 数

表示；

对外开放（Open）：用进出口总额占 GDP比

重表示；

基础设施（lnInf）：用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数表示；

人力资本（Edu）：用普通本专科及以上人口

数占全市常住人口比重表示；

自然资源优势（Ele）：用全社会用电量

表示。

4.数据来源

本文国家高新区城市名单来自《中国开发

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版），PM2.5数据（通

图 1 城市生态效率时空演变趋势图

表 1 城市生态效率指标体系

指标

投入

期望产出

非期望产出

要素类别

劳动投入

土地投入

资本投入

能源投入

GDP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指标内容

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万人）

市区建成面积（平方千米）

固定资本存量（万元）

能源消耗总量（万吨标准煤）

地区实际生产总值（亿元）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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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稳健性检验）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

济数据与应用中心提供的全球 PM2.5的年均浓

度数据，其余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各地级市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电网。考虑到DID
研究对象的局限性，本文剔除了 2006年之前设

立国家高新区的城市。经筛选，本文选取了

2006—2021年 228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其中

处理组城市共 86个（宁波于 2007年设立国家高

新区，泰州与湘潭于 2009年设立国家高新区，由

于数量过少且设立时间与观察期时间较为接

近，故不考虑在内。在观察期内，第一批国家高

新区设立的时间节点集中在 2011年），其余城市

为对照组。参考曹清峰[46]的做法，将上半年设

立的国家高新区视为当年设立，下半年设立视

为下一年设立。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

补齐。本文中的实证部分均在时间地区双固定

下完成，故不再赘述。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如表 2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传统DID回归分析

1.基准回归

表 3列示了传统 DID模型的估计结果，列

（1）未考虑控制变量，列（2）考虑了控制变量。

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对城市生态效率

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在加入控制变量后，DID
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均有所下降，但仍然在 5%的

水平上显著。从控制变量来看，经济发展水平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UEE
DID
lnRgdp
lnPop
Open
lnInf
Edu
lnEle
Eu
Fte
In

样本量

3648
3648
3648
3648
3648
3648
3648
3648
3648
3648
3648

平均值

42.084
0.192
10.342
5.759
50.229
5.881
115.495
13.034
149.594
120.822
6.427

标准差

16.321
0.394
0.674
0.677
408.402
1.048
147.093
1.152
87.691
149.200
22.425

最小值

18.994
0.000
7.926
2.890
0.001
2.332
0.386
8.994
12.335
0.004
0.000

最大值

135.224
1.000
12.456
7.138

10868.050
8.655
2435.710
16.355
623.190
3586.564
766.731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时有统计

学意义，下同。

表 3 传统DID回归结果

变量

DID

lnRgdp

lnPop

Open

lnInf

Edu

lnEle

Constant

N
R2

（1）
0.082***
（3.22）

3.563***
（224.21）
228
0.152

（2）
0.062**
（2.57）
0.298***
（6.50）
0.200***
（3.50）
0.000***
（4.01）
-0.080***
（-3.24）
-0.000

（-0.21）
-0.053***
（-3.50）
0.614

（1.07）
228
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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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高城市生态效率的主要原因，人口规模与

对外开放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基础设

施与自然资源优势对城市生态效率起抑制

作用。

2.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是使用双重差分的前提假设，本

文借鉴张国建等[47]的研究框架，利用事件分析

法检验平行趋势假设[48]。具体模型如下：

Yit = β0 +∑
s = 1

5
βpre_sDpre_s + βcurrentDcurrent +∑

s = 1

8
βpost_sDpost_s

+α2Cit + μi + γt + εit ( 7 )
其中，Dpre_s、Dcurrent、Dpost_s分别代表国家高新

区设立之前（仅考虑前 5年）、启动之时以及之后

8年的年份虚拟变量与对应政策虚拟变量的交

互项。βpre_s、βcurrent、βpost_s为对应的系数，β0为常数

项，其他符号的意义同式（1）。

如图 2所示，国家高新区设立前 5年的对应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图 3 安慰剂检验

Year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Moran's I
0.3724
0.3802
0.3955
0.4349
0.4475
0.3893
0.3951
0.3842
0.3803
0.3959
0.3818
0.3782
0.3555
0.3365
0.3381
0.2651

E（I）
-0.0044
-0.0044
-0.0044
-0.0044
-0.0044
-0.0044
-0.0044
-0.0044
-0.0044
-0.0044
-0.0044
-0.0044
-0.0044
-0.0044
-0.0044
-0.0044

Sd（I）
0.0349
0.0351
0.0350
0.0350
0.0350
0.0350
0.0350
0.0349
0.0349
0.0351
0.0350
0.0351
0.0351
0.0351
0.0352
0.0352

Z
10.7821
10.9723
11.4145
12.5431
12.8985
11.2355
11.4110
11.1465
11.0200
11.4181
11.0322
10.8886
10.2505
9.6989
9.7326
7.6617

P-value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 4 全局莫兰指数

87



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国家高

新区设立前五年，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生态效率

变动趋势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在政策发生当年

及之后的年份里，对应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国家高新区的设立提高了城市生态效率。

3.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通过非

参置换的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操作如下：

对所有省级地区和政策时间进行不重复随机抽

样，每次抽取 8个省级地区及各省级地区对应的

随机政策时间点，将 8个省级地区对应的城市作

为虚拟处理组，余下城市作为虚拟控制组，将这

个过程重复 500次，从而获得 500个虚拟处理组

及虚拟政策时间交互的 DID回归估计系数[48]，
如图 3所示。结果表明，生态效率估计系数近

似服从于正态分布且接近于 0，通过了安慰剂检

验，证明无其他因素干扰。

（二）空间DID回归分析

1.空间自相关检验

表 4为以被解释变量城市生态效率进行测

算的全局莫兰指数，由表可知，在经济距离矩阵

下，2006—2021年城市生态效率的Moran's I指

表 5 空间DID回归结果

变量

DID

lnRgdp

lnPop

Open

lnInf

Edu

lnEle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rho

λ

σ2

N
R2

（1）
SAC
0.053**
（2.40）
0.270***
（7.09）
0.174***
（2.99）
0.000***
（4.02）
-0.068***
（-3.26）
0.000

（0.45）
-0.041***
（-3.19）
0.055**
（2.39）
-0.019**
（-2.09）
-0.470***
（-3.82）
0.654***

（11.03）
0.029***

（11.22）
228
0.010

（2）
SAR
0.053**
（2.22）
0.225***
（6.54）
0.017

（0.31）
0.000***
（5.73）
-0.083***
（-4.26）
0.000

（1.26）
-0.031***
（-2.72）
0.042**
（2.16）
0.215*

（1.69）
0.271***
（4.81）

0.030***
（11.46）
228
0.055

（3）
SEM
0.054**
（2.28）
0.254***
（6.88）
0.098

（1.55）
0.000***
（4.93）
-0.080***
（-3.99）
0.000

（1.04）
-0.037***
（-3.03）

0.322***
（4.86）
0.030***

（11.26）
228
0.030

（4）
SDM
0.046**
（1.96）
0.305***
（7.18）
0.167***
（3.08）
0.000***
（4.37）
-0.073***
（-3.06）
-0.000

（-0.08）
-0.047***
（-3.38）
0.045*

（1.88）
-0.059

（-1.01）
0.209***
（3.27）

0.029***
（11.47）
228
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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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我国城市间生

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验证了空

间效应的存在。

2.基准回归

表 5列示了四种空间 DID模型的估计结

果，DID回归系数均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国家高新区设立会显著提高城市生态效

率。在 SAC和 SDM模型下，经济发展水平、人口

规模和对外开放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

而基础设施与自然资源优势对城市生态效率的

影响显著为负，这与传统DID得出的结论一致。

除 SAR模型外，国家高新区设立会产生正向的

直接效应和负向的间接效应，表明本地区国家

高新区设立会显著提高当地的城市生态效率，

但会降低邻近地区的生态效率，可能的原因是：

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设立国家高新区的城市

能产生高新技术集聚效应，在企业引进方面更

有竞争性，更容易吸引具有高效率、低污染的高

标准企业入驻国家高新区。

3.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结果具有稳健性，本文采用更换被

解释变量、更换空间权重矩阵和缩尾处理等方

法进行检验。

（1）更换被解释变量

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改为PM2.5，利用超

效率 SBM模型计算生态效率，将其作为被解释

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6列（1）至列（4）所示。在

四种空间 DID模型下，国家高新区设立的估计

系数在 0.04左右，且均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

在 SAC、SAR与 SDM模型下，国家高新区设立的

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这与基准回归的结果相

同，而间接效应则仍然为负。

（2）更换空间权重矩阵

将经济距离矩阵更换为地理距离矩阵（基

于经纬度测算的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回归结果

如表 6列（5）至列（8）所示。在四种空间DID模

型下，DID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且直接效应同

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但间接效应的影响均显

著为正，这与基准回归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结合基准回归中的结果，其原因可能为：本地国

表 6 稳健性检验

变量

DID

直接

效应

间接

效应

rho

λ

σ2

N
R2

（1）
SAC
0.040**
（2.18）
0.041**
（2.17）
-0.015**
（-2.00）
-0.495***
（-4.73）
0.694***

（14.42）
0.020***

（12.28）
228
0.003

（2）
SAR
0.038*

（1.92）
0.038*

（1.91）
0.016

（1.64）
0.301***
（6.98）

0.022***
（12.37）
228
0.077

（3）
SEM
0.039**
（2.02）

0.364***
（6.89）
0.021***

（12.24）
228
0.024

（4）
SDM
0.038**
（1.97）
0.035*

（1.79）
-0.105*

（-1.95）
0.250***
（4.80）

0.020***
（12.37）
228
0.153

（5）
SAC
0.034*

（1.73）
0.034*

（1.73）
0.034

（1.05）
0.473***
（3.55）
0.863***

（16.82）
0.020***

（12.54）
228
0.007

（6）
SAR
0.041**
（2.17）
0.042**
（2.16）
0.215*

（1.69）
0.832***

（30.53）

0.020***
（11.77）
228
0.026

（7）
SEM
0.037*

（1.89）

0.904***
（42.61）
0.019***

（11.84）
228
0.005

（8）
SDM
0.037*

（1.94）
0.044**
（2.17）
1.450*

（1.65）
0.890***

（44.77）

0.019***
（11.93）
228
0.002

（9）
SAC
0.034*

（1.73）
0.034*

（1.73）
0.034

（1.05）
0.473***
（3.55）
0.863***

（16.82）
0.020***

（12.54）
228
0.007

（10）
SAR
0.041**
（2.17）
0.042**
（2.16）
0.215*

（1.69）
0.832***

（30.53）

0.020***
（11.77）
228
0.026

（11）
SEM
0.037*

（1.89）

0.904***
（42.61）
0.019***

（11.84）
228
0.005

（12）
SDM
0.037*

（1.94）
0.044**
（2.17）
1.450*

（1.65）
0.890***

（44.77）

0.019***
（11.93）
228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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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高新区的设立会吸引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似

城市的部分企业入驻，提高本地区的城市生态

效率，但在吸收的过程中主要以经济发展水平

相近的城市为主，而周边较落后地区具有高效

低碳能力的企业数量并不多，因此对邻近城市

的吸引力并不强。当国家高新区集聚能力不断

增强后，其扩散效应也在逐渐体现，以反哺的形

式向周边地区扩散，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

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周边城市的生态效率。

（3）缩尾处理

为排除个别离群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

文对因变量进行了 1%右侧缩尾处理，结果如

表 6列（9）至列（12）所示。在四种空间 DID模

型下，DID估计系数均在 5%水平上显著，且直

接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的结果是相对稳

健的。

4.异质性分析

受城市规模等因素影响，不同类型城市对

国家高新区设立的政策冲击存在异质性反应。

国务院于 2014年公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

分标准的通知》将城市划分为小城市（常住人口

低于 50万）、中等城市（常住人口在 50万~100

万）、大城市（常住人口在 100万~500万）、特大

城市（常住人口在 500万~1000万）、超大城市

（常住人口大于 1000万）。由于样本原因，本文

将常住人口低于 100万的城市统一划分为中小

城市，常住人口大于 500万的城市划分为特大及

以上城市，据此分析不同类型城市的异质性反

应。结果如表 7所示，对于中小城市和大城市

而言，国家高新区设立会显著提高城市生态效

率，而对特大及以上城市并无显著性影响，其原

因可能是：特大及以上城市在产业结构、资源优

势和城市规划等方面已经较为完善、发达，因此

国家高新区设立对其生态效率的影响可能并不

十分显著，而对于中小城市和大城市来说，在以

上方面尚未具备较为完善的体系，因此设立国

家高新区能够显著优化产业结构、发挥资源优

势以及完善城市规划，从而提高其城市生态

效率。

5.机制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可知，国家高新区设立

主要通过结构升级、政策倾向和技术进步三种

途径影响城市生态效率，结合中介效应模型进

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8。
结构升级方面，列（1）结果显示国家高新区

设立对要素升级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列（2）
DID估计系数为 0.041，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国家高新区设立可以通过结构升级提高城

市生态效率，假设 1得以验证。政策倾向方面，

列（3）结果显示国家高新区设立对政策倾向的

间接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列（4）DID估计系

数为 0.045，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国

家高新区设立可以通过政府政策的引导与支持

提高城市生态效率，假设 2得以验证。技术进步

方面，列（5）结果显示国家高新区设立有助于促

进技术进步，列（6）中DID估计系数为 0.044，依
旧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技术进步在国

表 7 异质性分析

变量

DID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rho

σ2

N
R2

（1）
中小城市

0.133**
（2.31）
0.153**
（2.53）
0.283

（0.95）
0.292***
（3.32）
0.041***
（3.81）
12
0.053

（2）
大城市

0.046*
（1.88）
0.047*

（1.92）
0.054

（0.71）
0.233***
（3.21）
0.025***
（9.61）
162
0.063

（3）
特大及以上

0.051
（1.14）
0.047

（1.05）
-0.152

（-0.65）
0.280***
（3.59）
0.031***
（7.03）
54
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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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高新区设立影响城市生态效率过程中发挥着

中介作用，假设 3得以验证。

五、结论与建议

国家高新区设立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产业升

级、促进技术创新、吸引投资、培育高新技术企

业和人才，以及优化区域产业结构。这些目的

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科技发展，同时也有助于

提升城市的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

这一过程中，提高城市的整体生态效率通常被

视为国家高新区设立所带来的间接效应或长远

目标之一。对国家高新区对于城市生态效率的

影响进行评估，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国家高新

区在城市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还能为完善相

关政策、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模

式提供重要参考。本文基于 2006—2021年中国

22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模

型探究国家高新区对城市生态效率的作用机

制。结果表明：（1）我国城市生态效率呈波动上

升趋势，由 2006年的 38.60提高至 2021年的

52.82，增长了 36.84%。（2）国家高新区设立有利

于提高城市生态效率，经过平衡趋势检验、安慰

剂检验、更换被解释变量、更换空间权重矩阵以

及缩尾处理等稳健性检验，其结果依旧显著，经

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对外开放是其主要推

动力。（3）国家高新区设立对经济发展水平相近

城市的生态效率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地理邻近

表 8 机制分析

变量

DID

Eu

Fte

In

控制变量

rho

σ2

N
R2

效应类型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1）
Eu
2.590

（0.41）
37.602**
（2.28）

是

0.271***
（5.50）

1，478.510***
（8.30）
3，648
0.468

（2）
lnUEE
0.041*

（1.76）
-0.086

（-1.45）
0.000***
（2.75）
0.000

（1.47）

是

0.199***
（3.13）
0.028***

（11.54）
3，648
0.147

（3）
Fte
11.231

（1.37）
-107.668***
（-3.31）

是

0.229***
（3.82）

10，495.647***
（2.75）
3，648
0.001

（4）
lnUEE
0.045*

（1.91）
-0.040

（-0.65）

0.000*
（1.96）
0.000

（1.01）

是

0.203***
（3.25）
0.028***

（11.66）
3，648
0.154

（5）
In

3.088**
（2.13）
6.694***
（2.96）

是

-0.023*
（-1.81）
348.818*
（1.80）
3，648
0.009

（6）
lnUEE
0.044*

（1.86）
-0.062

（-1.03）

0.000
（1.18）
0.000*

（1.68）
是

0.208***
（3.25）
0.029***

（11.45）
3，648
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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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生态效率具有促进作用。（4）国家高新区

设立会显著提高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生态效

率，而对特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效率则无明显

影响。（5）国家高新区设立通过结构升级、政策

倾向和技术进步三种途径提高了城市生态

效率。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1）统筹推进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推进产

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加快建设

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利用好

国家高新区这一创新高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现代服务

业，加强绿色科技创新，推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

自强。（2）优化管理与运营。推进国家高新区管

理和运营的优化进程，提升服务品质与效率，为

企业打造优越的创新创业环境。通过科学的资

源管理，提升资源使用效率，避免对自然资源的

过度消耗，坚决守好生态环境保护底线。同时，

加大投资力度，促进产业的升级和转型发展，实

现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高效协同。（3）协同推

进发展。制定协调发展政策，处理好重点攻坚

和协同治理的关系，促进国家高新区与周边城

市之间的合作和交流，通过建立合作机制和平

台，促进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形成产业协同和

生态补偿机制，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

长，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4）推进差异化发展战略实施。针对不同城市

的特点和发展阶段，制定差异化的国家高新区

发展政策和相应的政策措施和管理办法，促进

当地城市生态效率提高，并通过合理规划产业

布局，减少对敏感生态区的干扰，保护生态环

境。此外，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应根据城市的产

业结构、发展需求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来决定。

特大城市设立国家高新区并不一定带来生态效

率的提高，反而可能因为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

破坏而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相反，中小

城市和大城市在设立国家高新区时，更有可能

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引进高端人才、加强科技创

新等措施，促进生态效率的提高。（5）促进技术

创新与环境保护。把减污降碳、多污染物协同

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污染

物治理、核安全等作为国家高新区基础研究和

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引导企业、高

校、科研单位共建一批绿色低碳产业创新中心，

加大高效绿色环保技术装备产品供给。大力推

广环保技术，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水平，实现经济发展

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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